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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中学阶段是边缘型人格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期，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和情绪调节策略均与边缘型人格特征的

形成相关，但目前关于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之间的作用仍不清楚。目的　探讨情绪

调节策略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23 年 10 月，使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三所中学共 5 965 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边缘人格

特征量表（BPFS-C）、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以及情绪调节问卷中文修订版（ERQ-CRV）进行评定。采用 Pearson相关分

析检验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Process宏程序的模型 1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共 5 572名中学生（93. 41%）完成本研

究，检出高边缘型人格特征者 1 388 人（24. 91%）。中学生 BPFS-C 评分与 EMBU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
0. 367，P<0. 01），与ERQ-CRV认知重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 168，P<0. 01），与ERQ-CRV表达抑制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
0. 344，P<0. 01）。认知重评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β=-0. 072，95% CI：-0. 104~-0. 041，
P<0. 01），而表达抑制起正向调节作用（β=0. 076，95% CI：0. 055~0. 097，P<0. 01）。结论　认知重评策略可能有助于缓冲父母

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的负性影响，表达抑制则可能加剧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的

危害。

【关键词】 边缘型人格特征；父母消极教养方式；情绪调节策略；中学生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749. 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1886/scjsws20250606002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Zhong Run1，2， Yang Congwen1，2， Liu Junhong1，2， Sun Maoqian1，2， Weng Yujia1，2， Wen Jian3， Huang Guoping2*

（1.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637000， China；

2. 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er·The Third Hospital of Mianyang， Mianyang　621000， China；

3. Nanning Tenth People's Hospital， Nanning　530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ang Guoping， E-mail： cahuanggp@163. com）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represents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Howeve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mains unclear.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Methods　In October 2023， a total of 5 96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hree middle schools in Nann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and assessed 
by the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Scale for Children （BPFS-C）， the Egn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 （EMBU）， an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Revised Version （ERQ-CRV）.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each scale， and the model 1 of the Process macro program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A total of 5 57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93. 41%） completed this study， and 1 388 of them （24. 91%） were identified 
as having high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The BPFS-C sco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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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dimension of EMBU （r=0. 367， P<0. 01），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dimension of ERQ-CRV （r=-0. 168， P<0. 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the expression inhibition dimension of 
ERQ-CRV （r=0. 344， P<0. 01）.  Cognitive reappraisal played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β=-0. 072， 95% CI： -0. 104–-0. 041， P<0. 01）， while expressive suppression played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β=0. 076， 95% CI： 0. 055–0. 097， P<0. 01）. Conclus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may help mitig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while expressive suppression 
may exacerbate the harm of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to the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边缘型人格特征是以情绪不稳定、人际关系紧

张、高冲动性、身份认同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人格特

征［1］。研究显示，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出现可追溯至童

年时期，在中学阶段，其检出率显著上升［2］。成年期

达到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诊断标准的个体比例为 1%~3%［3-4］。纵向研

究表明，边缘型人格特征是BPD的重要危险因素［5］，

中学阶段的边缘型人格特征与后续 BPD 的形成密

切相关［6］。在影响中学生成长的环境因素中，父母

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的人格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父母

经常使用拒绝、否认、严厉惩罚等消极教养方式容

易促发子女形成边缘型人格特征［7］。此外，情绪调

节策略作为个体管理情绪体验与表达的核心能力，

在边缘型人格特征形成中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基

于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8］，认知重评通过重构

情绪事件认知以改善负性情绪体验，有助于缓解不

良事件对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的不良影响；而表

达抑制通过抑制情绪的外显，可能加剧生理应激反

应与心理不适［9-10］。现有研究表明，BPD 的临床表

现与情绪调节策略密切相关，即BPD患者倾向于使

用表达抑制策略，而较少运用认知重评策略［11］。以

上研究提示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父母教养方式与

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之间的关键调节变量。因

此，本研究假设：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中学生边缘

型人格特征存在关联，且认知重评策略可缓冲父母

消极教养方式对边缘型人格特征的不良影响，而表

达抑制策略可能加剧这一影响。本研究通过探讨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情绪调节策略与中学生边缘型

人格特征的关联机制，以期为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

征的早期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 2023 年 10 月，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选

取三所中学，将所选三所中学的全体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公式 n = Z 2
a 2 × P ( )1 - P

d2 计算样本量，

a=0. 05，Z 2
a 2=1. 96，d=0. 1×p，P＝5. 9%，计算得出本

研究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2 123。入组标准：①年龄

12~18岁；②自愿参与本研究；③具备良好的沟通理

解能力，可独立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标准：①患有

严重躯体疾病者；②有精神障碍病史者。所有研究

对象及其法定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入

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5 965人。本研究通过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

2023年审（123）号。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中学生基本资料，包括年

龄、性别、居住地、有无留守经历以及父母婚姻

状况。

采用儿童边缘人格特征量表（Borderline Person⁃
ality Features Scale for Children，BPFS-C）［12］评定边

缘型人格特征。该问卷共 24 个条目，采用 1~5 分

5级评分。包括情绪不稳定、身份认同问题、消极人

际关系和自我伤害（冲动）4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6 个条目。计算 BPFS-C 评分，评分越高表明边缘

型人格特征越严重。以 BPFS-C 评分 77分为界，将

≥77分定义为高边缘型人格特征，<77分定义为低边

缘型人格特征［13］。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02。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gna Minnen Barn⁃
doms Uppfostran，EMBU）［14］评定父母教养方式。该

问卷共 66个条目，采用 1~4分 4级评分，某维度评分

越高表明父母越倾向于采用此教养方式。EMBU分

为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其中父亲教养方式涵盖

6 个维度（①情感温暖、理解，②惩罚、严厉，③过分

干涉，④偏爱被试，⑤拒绝、否认，⑥过度保护），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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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涵盖 5个维度（①情感温暖、理解，②过度

干涉、过度保护，③拒绝、否认、④惩罚、严厉，⑤偏

爱被试）。本研究主要关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父

亲消极教养方式包括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

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包括过

分干涉、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15］。本研

究中，该问卷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维度和母亲消极教

养方式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 817 和

0. 856。
采用情绪调节问卷中文修订版（Emotion Regu⁃

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Revised Version，ERQ-
CRV）［16］评定情绪调节策略。该问卷共 10 个条目，

采用 1~7分 7级评分，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2个

维度。某维度评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使用该

种情绪调节策略。本研究中，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

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850和0. 770。
1. 3　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征得学校负责人及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测试开始前，由学校心理

咨询专业人员使用统一指导语，向学生说明调查目

的、意义、匿名与自愿原则以及填写要求。问卷填

写过程中，由专业人员现场指导。整个测试时长约

30 min。问卷完成后统一回收，由 4 名课题组成员

进行数据录入与交叉核对，剔除填写不完整以及存

在信息缺失的问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7.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本研究样本量较大且理论频数均≥5，
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olmogorov-Smirnov 检

验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计量资料均符合正

态分布，以（x̄±s）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

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rocess 宏程序的模

型 1并结合Bootstrap法（重复抽样 5 000次），检验情

绪调节策略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

之间的调节效应。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问卷数据完整，无缺失

值，所有分析均基于完整数据。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 BPFS-C、EMBU、

ERQ-CRV所有条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共提

取 16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

异量为 20. 30%，低于临界值 40%，可认为本研究数

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基本资料　

共发放问卷 5 965 份，回收有效问卷 5 572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 41%。

中学生年龄（14. 98±1. 75）岁；男生 3 001 人

（53. 86%），女生 2 571 人（46. 14%）；父母婚姻状况

为已婚 4 947 人（88. 78%），父母婚姻状况为离异、

再婚或丧偶625人（11. 22%）；居住地为城镇3 574人

（64. 14%），农村 1 998 人（35. 86%）；无留守经历者

5 033 人（90. 33%），有留守经历者 539 人（9. 67%）；

低边缘型人格特征组 4 184 人（75. 09%），高边缘型

人格特征组1 388人（24. 91%）。

2. 3　不同特征的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检出情况

比较　

低边缘型人格特征组和高边缘型人格特征组

的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39. 420，P<
0. 01）。女生高边缘型人格特征检出率高于男生，

父母离异、再婚或丧偶的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

检出率高于完整家庭的中学生（χ2=9. 428、12. 013，
P均<0. 01）。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的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检出情况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s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项　　目

年龄（x̄±s，岁）

性别［n（%）］

男生（n=3 001）
女生（n=2 571）

居住地［n（%）］

农村（n=1 998）
城镇（n=3 574）

有无留守经历［n（%）］

无（n=5 033）
有（n=539）

父母婚姻状况［n（%）］

已婚（n=4 947）
离异、再婚或丧偶
（n=625）

低边缘型人格
特征组

（n=4 184）
14. 97±1. 77

2 303（76. 74）
1 881（73. 16）

1 369（68. 52）
2 815（78. 76）

3 788（75. 26）
396（73. 47）

3 750（75. 80）
434（69. 44）

高边缘型人格
特征组

（n=1 388）
15. 02±1. 65

698（23. 26）
690（26. 84）

629（31. 48）
759（21. 24）

1 245（24. 74）
143（26. 53）

1 197（24. 20）
191（30. 56）

t/χ2

139. 420

9. 428

71. 909

0. 056

12. 013

P

<0. 01

<0. 01

>0. 05

>0. 05

<0. 01

注：留守经历为父亲或母亲因工作等外出超过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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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量表评分及相关分析　

中 学 生 BPFS-C 评 分 为（68. 32±15. 30）分 ；

EMBU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维度评分为（125. 86±
28. 88）分；ERQ-CRV 认知重评维度评分为（27. 86±
7. 88）分，ERQ-CRV 表达抑制维度评分为（16. 18±
5. 73）分。

中学生 BPFS-C评分与 EMBU 父母消极教养方

式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0. 367，P<0. 01），与 ERQ-
CRV 认知重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 168，P<
0. 01），与 ERQ-CRV 表达抑制维度评分呈正相关

（r=0. 344，P<0. 01）。见表2。

2. 5　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效应　

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两个维度、父母消极教养方

式、边缘型人格特征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在认知重

评策略的调节效应模型中，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边

缘型人格特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 195，95% CI：
0. 183~0. 208，P<0. 01），认知重评对边缘型人格特

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 124，95% CI：-0. 171~
-0. 077，P<0. 01）；在表达抑制策略的调节效应模型

中，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同样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0. 194，95% CI：0. 181~0. 207，P<0. 01），表达抑制对

边缘型人格特征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 029，
95% CI：0. 009~0. 049，P<0. 01）。

为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消极教养

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之间的调节作用，引入交互

项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消极教养方

式与认知重评的交互项可负向预测边缘型人格特

征（β=-0. 072，95% CI：-0. 104~-0. 041，P<0. 01）；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表达抑制的交互项可正向预

测边缘型人格特征（β=0. 076，95% CI：0. 055~0. 097，
P<0. 01）。见表3、表4。

2. 6　简单斜率分析　

为了进一步解析交互效应的具体形态，对认知

重评与表达抑制分别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见表5。
高认知重评水平可缓冲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

边缘型人格特征的正向预测作用；反之，高表达抑

制水平则强化了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边缘型人格

特征的不良影响。见图1、图2。

表2　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Table 2　Correlations of scores of each scale

项　　目

BPFS-C评分

EMBU父母消极
教养方式维度评分

ERQ-CRV认知
重评维度评分

ERQ-CRV表达
抑制维度评分

相关系数

BPFS-C
评分

1
0. 367a

-0. 168a

0. 344a

EMBU父母消极
教养方式维度

评分

-
1

-0. 018

0. 179b

ERQ-CRV
认知重评
维度评分

-
-

1

0. 323a

ERQ-CRV
表达抑制
维度评分

-
-

-

1
注：BPFS-C，儿童边缘人格特征量表；EMBU，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ERQ-CRV，情绪调节问卷中文修订版；aP<0.01，bP<0.05

表3　认知重评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

之间的调节效应

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项　　目

性别

年龄

父母婚姻状况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认知重评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认知重评

R2

F

β

0. 195
0. 066

-0. 024
0. 195

-0. 124
-0. 072

0. 190
217. 482a

SE

0. 004
0. 008
0. 005
0. 007
0. 024
0. 017

t

22. 227a

16. 108a

-4. 822a

29. 646a

-5. 149a

-4. 349a

95% CI

0. 177~ 0. 212
0. 058~0. 074

-0. 034~-0. 014
0. 183~0. 208

-0. 171~-0. 077
-0. 104~-0. 041

注：aP<0.01
表4　表达抑制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

之间的调节效应

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strategy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项　　目

性别

年龄

父母婚姻状况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表达抑制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表达抑制

R2

F

β

0. 203
0. 063

-0. 025
0. 194
0. 029
0. 076

0. 273
348. 692a

SE

0. 008
0. 004
0. 005
0. 007
0. 010
0. 011

t

23. 594a

17. 681a

-4. 849a

29. 389a

2. 889a

6. 857a

95% CI

0. 186~0. 220
0. 056~0. 070

-0. 035~-0. 015
0. 181~0. 207
0. 009~0. 049
0. 055~0. 097

注：aP<0.01
表5　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简单斜率分析

Table 5　Simple slope analysi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调节变量

认知重评

高水平

低水平

表达抑制

高水平

低水平

B

0. 197
0. 284

0. 294
0. 141

SE

0. 017
0. 022

0. 020
0. 015

t

11. 531
12. 943

14. 622
9. 287

P

<0. 01
<0. 01

<0. 01
<0. 01

95% CI

0. 163~0. 230
0. 241~0. 327

0. 255~0. 334
0. 111~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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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中学生

边缘型人格特征呈正相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认

知重评在二者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而表达抑制起

正向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显示，高认知

重评水平可能有助于减弱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边

缘型人格特征的正向预测作用，而高表达抑制水平

则会增强该作用，结果部分支持研究假设。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高边缘型人格特征检

出率达 24. 91%，且女性中学生高边缘型人格特征

检出率高于男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7-19］。造成

这一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促使

女性更多地采用“情绪内化”的应对方式，易诱发或

强化人际关系敏感、情绪不稳定等问题［20］。来自

父母离异、再婚或丧偶家庭的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

征检出率高于来自完整家庭的中学生，与既往研究

结果一致［21］。父母离异作为创伤性经历，可能通

过破坏中学生的安全感，加剧其在自我认同和人际

关系方面的不稳定，进而增加边缘型人格特征的

易感性。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消极教养

方式与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呈正相关，且父母消

极教养方式可正向预测边缘型人格特征（在认知重

评调节模型中，β=0. 195、P<0. 01；在表达抑制调节

模型中，β =0. 194、P<0. 01），与既往研究结果一

致［22-25］。父母长期采用拒绝、否认、严厉惩罚等消

极教养行为，本质上是情感需求的剥夺与安全依恋

的破坏，不利于亲子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也

阻碍了中学生获取情感支持和温暖体验的途径，进

而导致其产生自卑和不安全感，形成不良的人格

特征［26］。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认知重评策略表现出缓冲

效应（β=-0. 072），而表达抑制策略则呈现出恶化效

应（β=0. 076），符合 Gross的情绪调节模型［27］。认知

重评的保护机制体现在认知重构与神经调控两个

层面。在认知层面，认知重评促使个体重构负性事

件的意义，形成“情绪可调节”的信念，从而增强对

负性情绪的耐受性［28］，并降低情绪的“威胁性感

知”，减弱愤怒或抑郁的强度［29］。在神经生理层面，

腹外侧前额叶对边缘系统的调控能力增强，尤其是

杏仁核的过度激活被抑制，从而减少冲动行为［30］。

表达抑制策略会削弱个体对自身情绪信号的觉察

能力，导致情绪体验模糊化和情绪识别障碍，加剧

情绪的不稳定性［31］。持续的情绪抑制需不断调用

前额叶的控制资源［32］，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过度激活

以及迷走神经功能受损［33］，个体逐渐丧失通过适应

性方式（如倾诉、问题解决等）调节情绪的能力。根

据情绪积累模型，持续的情绪压抑可能使得中学生

通过更极端的策略（如自我伤害）以缓解内在压力，

这与BPD的“冲动行为”特征直接相关［34］，解释了为

何习惯性压抑情绪的中学生在父母消极教养环境

中更易发展出边缘型人格特征。

综上所述，认知重评策略可缓冲父母消极教养

方式对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的不良影响，而表达

抑制则可能加剧这一风险。在临床实践层面，对存

在高边缘型人格特征的中学生实施认知重评训练，

并引导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转变，可能有助于降低

中学生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发生风险。本研究局限

性：首先，横断面设计难以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样本仅来源于广西地区，可能限制了研究结

论向更广泛群体的推广；此外，未纳入生物学指标

注：BPFS-C，儿童边缘人格特征量表

图1　认知重评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

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Moder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注：BPFS-C，儿童边缘人格特征量表

图2　表达抑制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与边缘型人格特征

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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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维度数据，制约了对情绪调节策略神经生物学

机制的深入解析。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

并整合行为学与多模态生理测量，进一步探索“父

母教养方式-情绪调节策略-边缘型人格特征”的动

态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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